
对九一八事变至 1935年前中共中央路线
策略的两点看法

金再及

在局部抗战时期,国共两党都面临着策略转变的问题。对国民

党来说,是从攘外安内政策转变到联共抗日政策; 对共产党来说,

是从关门主义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。中心是一个,即从两

党对立的国内战争转变到联合抗日。总结这一段两党策略转变的

经验教训,不仅对研究抗日战争史具有重大的意义,对推进第三次

国共合作的实现也有着重要的启示。我准备就对九一八事变到

1935 年“八一宣言”发表前这一历史阶段中共中央的路线、方针和

政策,当前史学界存在的不同意见谈一些自己的看法。

第一个问题,对九一八事变到 1935年“八一宣言”这一历史阶

段中共中央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究竟应当基本否定,还是应当基本

肯定? 有的同志认为应当基本肯定。他们提出:“对王明‘左’倾路

线在党内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要实事求是地分析”,“对党内坚持正

确路线的力量和作用应有一个全面的认识”,认为这一时期,中国

共产党只是受到王明“左”倾路线的“严重干扰”,在统一战线问题

上,则只是受到“左”倾错误的“影响”,“开始是坚持下层统一战线,

但在倡导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推进国内和平、进步和民主等

方面,仍起了决定性作用”。他们的根据主要有以下两点:第一,中

共中央在反对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,主张坚决实行武装抵抗

等基本方面,是正确的,坚定的,例如九一八事变后, 多次发表宣

言、决议,号召人民抗日;一二八淞沪抗战时,积极组织群众支援十

九路军抗日;中共北方组织积极协助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抗战等。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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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,九一八事变后,中共中央发出了三个文件, 一是 1933 年 1 月

17 日的《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》, 二是 1933

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《给满洲各级党委及全体党员的信》, 三是

1934 年 4月 20日发表的《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》。这三

个文件“为突破下层统一战线迈出了步伐”,“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

战线政策的确立打下了基础”。① 我认为,这些根据是值得研究的。

首先,应当肯定,中共临时中央在抗日问题上是坚决的,它和

南京政府的“安内攘外”、对日妥协退让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但是,主张抗日还是不主张抗日,这是爱国不爱国的问题,和联合

哪些力量抗日的路线问题没有关系,它不是区分关门主义还是抗

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标准。区分关门主义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

关键,在于能否正确对待因要求抗日而产生积极变化的中间派,和

从国民党内部分化出来的主张坚决抗日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国

民党爱国将领。可以以九一八事变、一二八事变和冯玉祥的察哈尔

抗战为例加以分析。在这些事件中,中共中央指责马占山的嫩江抗

战是“在‘抗日’的招牌之下,利用兵士与民众的反日斗争,欺骗革

命的士兵与革命的民众⋯⋯来向帝国主义投降出卖,使革命战争

失去领导而失败”②; 号召十九路军在抗日火线上推翻蒋光鼐、蔡

廷锴等的领导,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;严厉批评中共北方党部支持

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做法是“上层的联合战线”的策略,“与中

央屡次所指示”,“丝毫没有相同之处”③,要求他们把冯部“发展成

为红军”,带到河北、山西两省交界处,建立北方苏维埃④。上述情

况说明,临时中央的错误不仅仅是受到“王明‘左’倾错误的影响”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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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是全局性的错误。

其次,怎样看待中共中央发表的《共同抗日宣言》等三个文件?

无疑,从文件本身看,这三个文件是正确的,应该肯定。这些文件发

表后,在客观上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也起了积极的作用。但是就象

在正确路线之下可以有错误的文件一样,在错误的路线之下也可

以有正确文件。现在我们所要评论的不是文件本身,而是临时中央

在这个时期的路线和方针,这当然就不能孤立地看这三个文件,而

要研究和分析中央发表这些文件的真实意图,把它们放到全局中

和中央其他文件作比较,看它们能否代表中央的路线,更重要的是

要看临时中央在实际行动中是不是贯彻文件精神的。

其实,临时中央发表这些文件的意图是明确的。《共同抗日宣

言》发表后,中共中央立刻发出通知,反对把《宣言》看成是“‘与国

民党合作’或者‘减轻与国民党的斗争’”的“右倾机会主义的曲

解”。① 根据中央的精神,苏区中央局也发出通知,告诫说:“国民党

的军阀是不会接受我们条件的”,因此,在“宣言的显微镜下,将更

清楚的暴露国民党的狰狞面目”。② 1933年 6月 8日,中共中央在

就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问题《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》中更

明确指出: 发表《共同抗日宣言》的目的就是为了“揭破、打击国民

党和孤立一切反革命的妥协党派,以争取最大多数群众——首先

是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来完成反帝国主义革命的主要条件”。对《中

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》,中央也解释说: 发表《纲领》的主要

目的是为了便于“揭穿国民党卖国的真相,在事实上将反日斗争和

反国民党的斗争联系起来”。③ 可见,临时中央发表这些文件,只不

过是把它们当作是宣传工具和揭露、打击、孤立国民党和一切中间

派的武器,并不准备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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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否认,临时中央的上述错误受到了党内一些同志的批评

和抵制。张闻天曾向博古提出:“三条件是宣传的,也是行动的号

召,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”。① 福建事变时,毛泽东曾建议:“红军主

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,纵横驰骋

于杭州、苏州、南京、芜湖、南昌、福州之间,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

进攻,威胁敌之根本重地,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”,“迫使进

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,粉碎其向江西根

据地的进攻,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”。② 他认为:“福建事变是国民

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,是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

续和发展”,“不支持十九路军,中央苏区的一翼失去了依托,政治

上就拆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”,主张利用这一新形势,“打破

蒋介石正在准备的第五次‘围剿’”。他向中央博古建议:留五军团

保卫中央苏区;集中一、三军团和七、九两个军团,向闽浙赣边区进

军,依方志敏、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、上海、杭州,支援十九路军

的福建事变,推动抗日运动,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“围剿”计划。③

但是他们的正确意见并没有被接受,临时中央认为福建人民政府

比国民党蒋介石还坏,说“它的一切空喊与革命的词句”, 不过是

“一种欺骗群众的把戏”。④ 同样力主支援福建人民政府的彭德怀

还被斥为“冒险主义”。不久,三军团奉调至江西保卫中央苏区,福

建人民政府因孤军奋战而失败。铁的事实说明,当中央领导权掌握

在犯有“左”倾错误的同志手中时,正确意见是无法实施的。我们决

不能对王明“左”倾错误对党的统治的深度和广度估计过低。

毛泽东在《学习和时局》一文中,对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路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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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了如下的评论。他指出:一方面,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“所采取

的政治策略、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”; 另

一方面,当时犯错误的同志“在反对蒋介石、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

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,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。”① 很明显,这

里讲的“主要方面”,说的是党的路线的全局错了;至于在一些对于

共产党员来说属于最“基本”的问题上,则犯错误的同志和我们没

有争论,是属于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。但有的同志把这个结论变成

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提法:“中国共产党在‘九一八’后坚持土地革命

方针和主张武装抗日的基本方面是正确的。”差之毫厘,失之千里。

这么一改,和毛泽东的原意正好相反,就变成肯定九一八事变后,

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基本方面是正确的。

第二个问题,关于反蒋策略问题。九一八事变后,中日民族矛

盾逐步上升,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,在这种情况下,反蒋的口

号还对不对? 这也是当前史学界存在着严重分歧的问题之一。有

的同志认为,“抗日反蒋”口号是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制定的

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基本口号和政治方针,应当否定,改而采取“逼

蒋抗日”的政策。也有的同志对这个口号作绝对肯定。他们认为,

“抗日和反蒋二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”,要抗日就必须反蒋,临时

中央的错误只在于对中间派犯了关门主义,但在处理民族矛盾和

阶级矛盾的关系上是正确的,“从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发表的几

个宣言来看,是把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’的口号放在第一条地位,而

把‘反对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’的口号放在后面的位置”; ② 还有

同志认为既然蒋介石在向我们作武装进攻, 那么中国共产党在

1935年以前进行的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斗争就应当全盘肯定。

反蒋的口号对不对? 我认为,这个口号总的来讲是对的,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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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从安内攘外政策向联共抗日转变有一个过程,一直到 1935

年华北事变后,才出现了这一转变的迹象,而在 1931—1935年间,

他一直坚持把主要力量用于剿共,不存在近期联合抗日的可能性;

从促使蒋介石态度的变化“逼蒋抗日”来说,也只有在军事上对蒋

军的进攻给予坚决的回击,政治上揭露蒋对日妥协、对内内战独裁

的政策,使之陷于极端孤立之中,才有可能促进蒋态度的变化。因

此不能说这个口号是一个冒险主义的口号。

但就像“左”倾中央坚持土地革命方针是对的,却不能认为它

的“地主不分田,富农分坏田”的土地革命路线也是正确的一样,我

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,认为这个时期临时中央的对蒋策略是正

确的。

临时中央对蒋策略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:

首先,颠倒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主次关系,把阶级矛盾放

在第一位。事实上,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发表的宣言、决议的基

本精神是反日必先反蒋,反蒋是反日的前提与先决条件。文件提出

了“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”的战略口号,并且提出党在事变

中的“中心任务”是: 把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,“引导”到“坚决无

情的革命斗争上来⋯⋯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

斗争”。① 这里主次是清楚的,不是使阶级斗争服从并服务于民族

斗争,而是要把民族斗争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,把阶级斗争放在第

一位。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,在一二八事变和察哈尔抗战时,

临时中央才会作出在抗日火线举行暴动这样极端错误的指示。

其次,错误地继续坚持苏维埃革命的方针。对中国共产党在

1935年以前所进行的武装斗争我们应当进行具体分析: 对南京政

府的反革命军事“围剿”进行坚决的回击是必要的,也是正确的,但

是这种斗争在政治上应当是防御性的,而不是进攻性的。临时中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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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日本帝国主义深入国土,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,采取武装推翻

南京政府,夺取全国政权的苏维埃革命方针,强调国民党政权同苏

维埃政权两个政权之间的对立,把“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”

说成是“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”①,提出要“利用目前顺

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,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,以开始革命

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”②,甚至要“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”。③

这种做法不仅对阶级力量对比的估计严重脱离实际,更重要的是

脱离了抗日斗争的实际,脱离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强烈要求,是

完全错误的。
(作者单位:北京电子自动化工程学院社科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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